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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张伯苓的公益事业
张伯苓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袁

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卓有声誉袁 培养
了大批政尧商尧学及各界优秀人才遥

同时袁 张伯苓又是一位活跃的社会
活动家袁其影响力遍及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
学术各界袁且均有贡献遥 张伯苓在社会公
益事业尧社会服务等领域袁也投注了相当
大的精力遥 有的是以个人力量为之袁有的
则发动南开师生共同推进遥 这些袁虽不为
一般人所熟知袁但与他兴办南开学校袁以
野公能冶为校训袁实际上互为表里袁可以看
作是其思想体系尧 现实践履的重要组成
部分遥

南开院最成功的公益项目

南开的经费，主要来自四处募款，政

府补助及学费均只占极小一部分。张早期

办学，经费主要依赖于严修、王奎章、郑菊

如等津门绅商。1904年，南开学堂草创之
时，除监督、教员领薪外，其余均为义务。

办学款项来自多方———清末《奏定中学堂

章程》规定“集自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

出资名为私立中学”，南开这种“众筹式”

公益办学，当时并无先例。

随着南开声誉日隆，袁世凯、黎元

洪、徐世昌、蒋介石、张学良等政界要人，

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国外机构，均

对南开有较多捐赠。张伯苓极擅于向各

方募款，除本人的人格魅力外，主要原因

在于南开办学成功，且张伯苓所募款项

均用于办学，故学校账户常有赤字。他自

称“教育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

教育为终身事业，予于此至死为止”。张

伯苓狷介自守，义不苟取，所领薪水低于

一般教授，出行坚持坐普通车厢，故能得

到社会广泛信赖。

南开学校虽是张伯苓一手创办，但

他将南开看作是公益事业。在与政府机

关的函件往来中，张伯苓多次以“公益机

关成例”开展洽谈。张伯苓晚年留下家

训，“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把南开

看作是“公产”而非家族私属，并终将其

捐赠于国家，可为其平生志业写照。

各方捐款虽多，但并不影响南开的

办学方针、理念。以“公能”为校训，旨在

培养“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人才，这些都

合乎公益事业的标准。

故有学者称赞：“南开是中国最成功

的公益项目。”

平民教育的贡献

不过，南开学校还不算是最严格意

义上的公益事业———以贫儿义塾为代表

的一系列平民办学实践，面向社会大众，

尤其是弱势群体，可算是张伯苓教育公

益事业的延展。

张伯苓年幼时家境贫寒，在义塾中

接受启蒙教育，深切理解平民教育之重

要。南开学校位于天津的平民区，师生对

附近贫儿情况多有密切关注。支持平民

教育的“义塾服务团”是南开成立最早、

延续最长、覆盖面最大的学生社团，人人

担负维持义塾发展的责任，被称为“南开

学生对社会的绝大贡献”。

1915年 2月，在张伯苓支持下，南开
中学校内操场东南建造八间平房，创设贫

儿义塾，为家境贫寒但品行谨饬者提供求

学机会，课程有国文、修身、珠算等十余

门，以“长其道德之念，助其自治之方”。次

年，在河东创办南开第二义塾，后又设办

女子义塾，1920年增设了夜校。义塾学生
共约 160余人，设置图书馆、开办运动会
等，影响甚大。义塾一切费用均由教职员

工、学生自愿捐助、分担，捐款名册在《校

风》等校内期刊公开，不同意见常发表争

鸣。1920年的《南开学校贫儿义塾总章》明
确规定，全校师生均为义塾校董，共同辅

助学校顺利发展。在 1924年南开二十周
年纪念大庆时，还专门在校内设置义塾学

生成绩展览会，可见成绩。

1926年，又在学校西南角，设立南开
平民学校，教育学校附近贫寒学生。1932
年，在张彭春的主持下，设置了旨在培养

“心力同劳”人才的半工半读式高中实验

班，学生制作的产品广销天津各地。后在

此基础上独立出南开学校工厂，又开办

了广开平民小学，培养贫民子弟接受初

等教育，并让他们在南开工厂学徒，以掌

握谋生技能。

地方服务尧世界视野与风俗改良

张伯苓的社会服务，多以改良社会为

根本目的。南开中学草创时，从日本购置

了各种仪器设备，但并未私藏密守，而是

第一时间开设教育陈列品场，以展览形

式，起到宣传科学、开通风气的功效。这些

服务始于天津当地，而渐渐扩展。清朝的

最后几年里，张伯苓即与当地士绅共同反

对缠足、赌博、大烟、娼妓等社会陋习，提倡

改良婚丧嫁娶奢靡风俗，以节俭为尚。尤其

是，张伯苓将母亲丧葬费节省下来，用于

筹办南开女中，在当时引起很大影响。

南开学校切重社会实地调查，以便认

识社会、服务社会。1926年，南开所设立的
“社会视察委员会”不分中学、大学，均要

求学生定期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调研范围

包括广仁堂、妇女救济院、济良所、教养院

等社会机关，及各类政治、商业、工业、文

教机关，全面观察天津各方面历史、社会

情况，加以深入研究。至 1930年，二十余
万字的《天津南开学校社会视察报告》为

相关调研之集成，观察水准颇高。

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与北

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机构合作，从

1927年开始着力调研天津物价、工业及
劳工家庭生计等问题，随后发起天津研

究会，既属学术研究，又为社会服务。

地方服务之上，还有更大关怀。张伯

苓的上述改良努力，均由一省市扩充至

全国大势，东北研究会即为人所共知的

显例。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10年，张
伯苓与津门士绅共同发起万国改良会，

以“万国”为名，以“造社会之幸福，助世

界之进化”，其志趣高远

可见。1926年，张伯苓
与杜威、胡适等合作，发

起华美协进社，旨在促

进中美文化交流。

抗疫尧救灾与慰问

面对近代天津发生

的各种水旱灾害、瘟疫

传播，张伯苓出力甚多。

外省之赈灾活动，张伯

苓也常常参与，如曾担

任辽宁水灾急赈会委员

长、农村复兴委员会等兼职，“对地方事

及国事南北奔走”。

1911年，东北鼠疫大爆发。张伯苓及
与研究会等人组织防疫会，负责外地学

生防疫事宜———外地来津学生，必须先

在验疫所隔离观察七日，并注射防疫针，

获得凭证后，才能回校学习。1919年，天
津又兴时疫，张伯苓亲立南开学校卫生

团，除严格管理校内防疫事务外，南开学

生还向社会讲解防疫方法，学校施医处

免费为贫民治病。1935年，天津市水灾泛
滥，张伯苓出任天津市救济水灾联合会

主席，主持捐助救济事业。

在动荡时局下，维持天津社会治安，

救急因人祸而遭受损失的难民，也是社

会公益的重要环节。1912年 3月天津兵
变，严修、张伯苓等即与政治、商业各团

体协同合作，维持基本社会秩序。1920年
直皖战争、1924年直奉战争期间，张伯苓
组织调查灾民情况，颇加救急。尤重要

者，张伯苓与南开坚持抗日救国，1931年
九一八事变以来，张伯苓与卞白眉等商

议安置东北来津难民事宜，南开学校尽

量收录东北逃难学生。驻津日军时常侵

害民众，扰乱南开，张伯苓竭力维持。长

城抗战期间，南开师生多次组织慰劳队

到前线，募捐购买、运送战争物资。

与公益人士的广泛交流

张伯苓公益事业之成功，与他跟公

益人士广泛交流不无关系。对天津本土，

及全国有影响之公益事业，张伯苓均予

以关注，且常常亲往参观。

所谓张伯苓身边的“公益人士”，最

为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当属南开校父

严修。严修在天津创办、资助了数十所不

同级别的学校，帮助筹建了女医局等各

类公共事业机构，所订立“丧礼八则”等

礼俗改良规约，在当时均引起极大轰动。

严修逝世后，张伯苓以“公”“清”二字概

括其道德，并高度称许严修“为社会人类

做事”的境界。

1915年，张伯苓与严修、南开校董范
源濂等人前往南通师范学校，观察到该

校经费完全来自张謇所办实业，且这是

当地教育、慈善事业的普遍情况，众人均

受到深深触动。

此外，张伯苓与不少公益人士渊源

甚深。熊希龄民国初年担任国务总理，去

职后从事慈善事业，与张伯苓、南开多有

交往。熊希龄先后发起京畿水灾酬赈联

卍合会、世界红 字会等，所创办的香山慈

幼院最为有名，邀请张伯苓等教育家担

任评议会委员。南开校史上著名的“香山

会议”，也在香山慈幼院召开。

张伯苓与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交往密

切，且合作尤多。1923年，晏阳初等发起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张伯苓与陶行知、

朱其慧（熊希龄夫人）等均为重要支持

者。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为实验区，探讨平

民教育、乡村建设的路径，与南开有深度

合作———由平民教育会出资、南开校办

工厂研制的“南开水泵”，获得了政府专

利。晏阳初、陶行知等公益教育家的子

侄，也多在南开就读。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曾支持为南开办学捐款，担任南渝中学

（即重庆南开中学前身）董事。卢氏个人

所办学校，对张伯苓思想理念多有借鉴。

南开学子中的公益传承

张伯苓本人擅于募款，但并不盲目

募捐，他更看重募款背后所反映的“公”

之精神，重在公民教育、社会改良。

南开办学，资金长期处于困难状态，

因此在南开学校成立三十年之际，校友

有筹设“伯苓基金”之计划。但张伯苓多

次致函南开校友总会，先是试图制止，后

要求“缩小募捐金额”———“本校所最需

要者，不在有巨额之资金，而在有与学校

共戚之校友”。最后鉴于募款主要皆用于

资助贫寒学子及学术、教育事业，均属于

“公”，才不再反对。

早在 1909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郝
瑞满就观察到，南开中学以学生乐队吸

引公众进入演讲所，听取有关戒鸦片、戒

赌、反缠足一类的讲座。这当然与张伯苓

的引导密切相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开师生有不

少成为公益事业的中坚力量。如南开早

期毕业生傅葆琛，留学美国期间即参与

华工教育服务，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后，

归国辅佐晏阳初，在定县发展乡村平民

教育，抗战期间转至西南任教，仍在当地

兴办识字班级。

野公益冶与野公能冶的会通性

张伯苓本人寒素自守，办学、生活时

往往阮囊羞涩，对相关组织捐款不多。

但，在社会各场合对公益事务大力发扬、

宣传，对南开师生公益精神之培养，张伯

苓用力至多。

张伯苓“公能”思想的建立，是一个

相对长期的阶段，中国传统思维及西方

督教理念均对其有极大影响。因此，“公

能”看似平易，却贯穿其人生始终，内涵

相当丰富。“公能”与“公益”的会通，是其

思想一大特点。

如在 1935年赈救水灾期间，张伯苓
特别提出，这些问题来源于以往工作对

事敷衍，才酿成大灾。此次工作，除襄助

受灾难民外，“正可一涤素来之陋习，而

兼收社会教育之功效”。这一理念，就远

远超越于一般捐款捐物之上。

有些“公益”事业虽有助于社会福

祉，但或限于在地视野，辐射有限。以张

伯苓发展、参与的公益事业看，虽往往立

足于服务天津本地，但背后必有更大关

怀———由天津一地，观照在于华北，在于

中国命运；对于外地、外省的公益事务，

也竭力关注、协作。

以上仅简单梳理张伯苓公益事业中

之较大者，已足看出其实践层次的丰富

性，及相关思想的深度。这些，在当时颇

有利于社会进步、人民福祉，且具有相当

的现实意义。 渊据叶同舟共进曳杂志冤

1929年袁南开东北研究会在黑龙江考察


